
马克思-林肯通信的历史解读及其当代意义 
林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第 21 天后，收到了这封由当时远在英国的马克

思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撰写的贺信。 

“我们为您以大多数票再度当选向美国人民表示祝贺。如果说您在第一次当
选时的适中的口号是反抗奴隶主的权势，那末您在第二次当选时的胜利的战斗号

召则是：消灭奴隶制!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
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

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

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1864年 11月 8日，林肯第二次当选美国总统。21天之后，他收到了这封由
当时远在英国的马克思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撰写的贺信。 

当年 11月 22日，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的简称)总委员会根据委员迪克
和豪威耳的建议决定致函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总统。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

是第一国际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承担了具体起草的工作。1864 年 11 月 29 日，
这封贺信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并由美国驻英公使转呈林肯。 

稍稍回顾历史，我们不难想象：林肯是美洲大国的总统，虽然内战的分裂让

这个国家满目疮痍，不过此时国家的重新统一已经指日可待，特别是自 1863 年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签署以后，战争的形势日渐明朗。而当时的马克思，远不

如他今日这般声名远播。此时第一国际宣告成立尚不满两月，林肯很有可能是在

仅仅听说了工人国际这个组织的名字之后便收到了这封“陌生”的欧洲来信。 

在这封以英文撰写的贺信中，马克思盛赞了美国的立国，称其为“一百年前
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十八
世纪的欧洲革命的地方”。然而他在这里最强调的是废除奴隶制与社会主义理想
之间的联系： 

“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
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

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因此，工人阶级到处耐心忍受着棉业危

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

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
的鲜血。” 



当时，由于北方军舰对南部蓄奴州的封锁，美洲对欧洲棉花供应一度中断，

欧洲大部分棉纺织工业陷于瘫痪，许多城市发生了真正的饥荒。但马克思强调 
“欧洲的兄弟们” 为这一“正义的事业”感到欢欣鼓舞，并甘愿为此忍受“困苦”。 

1864 年马克思写给林肯的这封信，或许会让今日的中国读者略感陌生，但
实则提供了理解美国内战的宏大的世界史视角，也不妨成为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

主义的一个起点。 

 

“1848年人”：跨越大西洋的革命 

实际上，马克思——这位出生仅比林肯晚 9年的德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关
注要早于一般人的想象。 

尽管马克思基于英国议员遗弃在街头的报告而完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

况历史分析更为人所熟知，但其实马克思青年时，就潜心研究过美国的土地制度，

甚至曾认真考虑移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的发展情况非常了解。在 1852
年至 1861 年间，马克思一直担任美国一家主要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
通讯员，这是他一生唯一一份领取工资报酬的工作。 

故而当内战打响之时，我们便不会诧异于马克思投射到大洋彼岸的敏锐眼光。

在 1861年 10月 25日，美洲大陆上南部诸州宣布退出联邦八个月之后而内战正
处胶着之时，马克思在伦敦当日出版的“新闻报”第 293号写道： 

“如果说，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度在各领地的地理界限，1854
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又取消了任何地理界限，换上一个政治的障壁，即
垦殖者多数的意志，那末，美国最高法院则是通过 1857 年的判决，把这个政治
障壁也拆掉了，从而把共和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领地从培植自由州的地方变成了

培植奴隶制度的地方。” 

马克思文中提到的“密苏里妥协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美国最高
法院 1857年的判决，是美国奴隶制宪制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案例。早在 1790年，
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已经达成协议，规定北纬 39度 43分作为分界线，界线
以北是自由州，以南是蓄奴州。之后交替接纳新州加入联邦，到了 1819 年，联
邦内 22 个州中蓄奴州与自由州正好各占一半，双方在国会中的代表权相等。但
是在 1819 年位于路易斯安那购买领土上的密苏里领土向国会申请辟为新州时，
出现了争议：南北双方都看到，密苏里作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的“身份”，对于改
变国会中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重要性。1820年国会通过《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规定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合众国，同时从马萨诸塞州划出一个



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并且将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分界线移至北纬 36
度 30分。密苏里妥协案只是权宜之计，没有任何解决政治危机的效果，国会 1850
年讨论加利福利亚加入联邦的问题时，遭遇同样的僵局，相应产生了与密苏里妥

协案相似的充满矛盾和权宜考虑的方案：1850 年大妥协案。这两项妥协案最终
实际上是被 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废除。该法案提出，把内布拉斯
加领土分为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两部分，每一部分是否实施奴隶制由各自的居民

制定州宪法来决定。这个提议实质是用“住民自决”或“占地为先”原则取代了密苏
里妥协案的那种权宜之计的反奴限制，即不再认可北纬 36度 30分以北的联邦新
州禁止实施奴隶制的原则。自此之后，废奴和亲奴力量的冲突不再采取地理界线

的形式，而是完全政治化地展开，日益激烈。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斯科特
案”的判决中指出，黑人斯科特不属于美国公民，不能享有美国公民权，他和家
人即使到了自由州也不能改变其奴隶的身份，改变这种身份将是对原始州公民财

产权利的损害。该判决从“二元联邦论”的理念出发，强调州权力保护公民财产权
利—这里指的是保护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的至高无上性，宣告 1820 年密
苏里妥协案违宪无效。这个判决完全忽视了北方各州推动黑人转化为州公民的事

实，直接激化原本已尖锐对立的南北冲突。“斯科特案”的判决是“马伯里 v. 麦迪
逊“(“Marbury v. Madison案”)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第二次否决国会的立法，在美国
宪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倘若阅读马克思 1861年 10月 25日发表的全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密
苏里妥协，还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马克思对奴隶制的宪制历程都熟稔于
心。关于“斯科特案”，他更予以了无情的批判，“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
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

了”。 

林肯 1861年 3月 4日发表的首次就职演说可以和马克思对斯科特案的批判
相互映照：“我没有忘记某些人的说法，认为宪法问题应该由最高法院来裁决”，
“同时，正直的公民必须承认，如果政府在有关全体人民利害的重大问题的政策，
都得由最高法院的裁决，人民将不再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因此将自己的权力拱手

交给那个具有影响力的不可一世的法坛。”这里突显林肯已经认识到“司法审查”
与民主的矛盾紧张关系。 

不过，当时欧洲进步人士与美国人在思想及实践上的联系远不止于此。在美

国历时 4年的内战中，活跃着一批来自欧洲(尤其是德国)的“1848年人”。 

马克思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在文革中很有影响，因为马克思在
信中说他并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发明人。但大多数人不知道魏德迈 1848 年欧
洲革命低潮后去了美国，曾任纽约市中央公园测量员和圣·路易斯保卫战的指
挥;“共产主义同盟”(“共产党宣言”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应同盟之约于 1848 年所写)



的早期领袖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也是如此，移居美国后成为美国工运领袖之
一;而卡尔·舒茨(Carl Schurz)在德国 1848 年革命失败后转向美国似乎更是“功绩
卓越”，他在内战中成为了林肯部队的将军，后当选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在支
持华工权益等议题上也颇有作为。 

更具传奇色彩的“1848年人”的例子或许是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这
位德国移民在血气方刚之时希望献身于希腊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却不得成行，辗

转来到美国在一所波士顿中学里承担教职。一次讲课中听到德国 1848 年革命爆
发的消息时，他激动得饱含热泪，旋即返回祖国，但他发现其同胞最终未能做好

准备，实现其年轻时的民主梦想。回到美国后，他最终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

在内战最黑暗的时刻中他为林肯麾下将领起草的战争法则——“林肯守则”，不仅
约束了南北双方的军事行为，更在日后传到欧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林肯守
则”被转化为“战争法”的最重要条款进入日内瓦国际公约，影响至今。 

欧洲革命在 1848 年如春笋般生发而又迅速陷入低潮后，反压迫的革命种子
却飞越了大西洋，在资本主义还尚未“充分发展”的北美大陆上似乎潜藏着某种革
命的潜能。因此，当十几年后它终于释放之时，马克思不得不为之振奋，他确实

从一开始就未采纳南北双方关于战争的说辞，从不认为“这仅仅是一场关税战争”。
回过头来不妨阅读 1864年来信文末的话： 

“只要作为北部的真正政治力量的工人竟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
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

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

援他们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
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

他们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
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先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未竟的革命：反“自愿当奴隶” 

为什么马克思说“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也
许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最喜欢用的比喻——工人其实是“工资奴隶”，并没有实质自
由——得到启发。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的著
作可以我们看到发对奴隶制与争取工人阶级权利之间的内在关系。他与合作者英

格曼(Stanley Engerman)于 1974 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黑人奴隶的经
济学》一书，开创了奴隶制研究的新阶段。福格尔个人又于 1989 年出版了《不
经同意或契约：美洲奴隶制的兴衰》一书，这是他的奴隶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福格尔指出，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的奴隶解放，与英国对西印度群岛(今牙买加等



地) 的奴隶解放，有一极大不同。前者没有尊重奴隶主的产权，而后者则以尊重
奴隶主的产权为宗旨。1833 年，英国议会在废奴运动压力下通过“废奴法案”，
其中给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奴隶主巨额货币补偿，并规定解放后的奴隶仍必须至

少给原奴隶主当四年“学徒”。这是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对英国议会院外活动的成绩：
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奴隶解放是对他们的“奴隶投资”的回报的剥夺，如不给以货
币补偿，便是不尊重产权。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种论点，竞连英国废奴运动的

活动家也感到难以反驳。废奴主义者担心，一旦奴隶主的产权可以不被尊重，是

否意味者资本家的产权也可不被尊重呢?这一顾忌，是英国废奴法最终给以奴隶
主巨额货币补偿的原因。 

美国的奴隶解放过程与英国截然不同。福格尔指出，南北战争的死亡总人数

为 60万，是 19 世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平均一个阵亡者换来 6 个奴隶得
解放, 并对奴隶主无任何货币补偿。这是不是合理的呢?福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强调，一旦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不仅奴隶还要失去自由更长时间，而

且全世界范围的“下层阶级”(lower classes)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很可能受到挫
折。这是因为在 1840 和 1850 年代，无财产的“下层阶级”尚在争取民主普选权
和罢工权的过程中，其结果尚不明了。就连当时英国“自由改革派”的著名思想家
麦考利( Thomas Macaulay) 也不认为选举权可以没有财产限制，并同意用军警镇
压罢工( Robert Fogel，Without Contract or Consent，p.414.，Norton，1989)。 

在 19 世纪中叶这一“下层阶级”争取登上民主政治舞台的关键历史时刻，美
国南方的奴隶制理论家不仅为奴隶制辩护，而且为一切不平等辩护。他们真心认

为，杰佛逊的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不平等是自
然和社会的本性，不过，上等人有着关怀和保护“下等阶级”的责任而已。福格尔
指出，不难想见，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后，会给欧洲的反民主保守势力极

大的鼓舞。反之，南北战争对奴隶制的无货币补偿的摧毁，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

范围的“下层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尽管奴隶主的产权没有得到尊重。 

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对于美国废奴革命的热情歌颂。如同英

国历史学家、曾任《新左评论》主编的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m)研究指出：
马克思支持林肯领导的北方革命，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它的胜利会直接导致社会主

义(《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7
页)。马克思认为奴隶解放可以开启工人解放的新纪元，同他更彻底地反对一切
形式的奴役有关：工人其实是“工资奴隶”。这种奴隶形式由于其“自愿”的特征而
获得了包括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在内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支持。 

例如，英国近代著名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为北卡罗纳州起草基本宪法时撰
写了奴隶条款，他还投资英国在非洲的奴隶贸易公司，这与他依然相信“自愿当
奴隶是合理的”有关(Robert Fogel，Without Contract or Consent，p.202.)。诺齐克



(Robert Nozick)在他的名著《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里重提“自愿为奴”这个问
题，并且认为在“自由契约”的逻辑下，自愿当奴隶应是可允许的(见崔之元：《从
自愿当奴隶说起》，《读书》1998年第 6期)。 

“自愿当奴隶”之所以获得洛克的支持，与他强调人的自然权利（财产权是核
心）先于——因而必须免于——“民主审议”或“社会契约”有关。但是，在美国奴
隶解放的理论和实践中，这样的主张已经暴露出其内在缺陷：如果承认自然权利

的不可侵犯性，如何能够未经补偿而剥脱奴隶主对于奴隶的财产权呢?因此，把
美国奴隶解放运动的精神更推进一步，在马克思看来，“打败奴隶主统治集团和
解放奴隶，并不会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将会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劳工的组织

和进步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罗宾·布莱克本：《未完成的革命：马克思与林
肯》)而对于实质性自由的定义，必须确保不陷入依附关系的“经济自主”，这在 20
世纪的“福利国家”的失业保险中才得到部分实现，而明年(2016 年)瑞士将就“无
条件基本收入”进行全民公投，这正是保证公民实质性自由的重要经济基础。19
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些世俗的解放原则共同主张和追求

这种实质性自由。 

回到 1864 年马克思给林肯的信，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帮助第一国际转
呈贺信并代表林肯总统起草回信的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他的爷爷和父亲分别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独立宣言》的四个起草人之一和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美国第六届总统。 

  

林肯与现代中国 

林肯与现代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942 年美国发行孙中山与林肯的纪念邮
票，这当然和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和中国成为同盟国有关，但更深的基础是孙中山

曾说他的“三民主义”来源于林肯内战期间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民有”，“民
治”与“民享”——分别对应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国务卿女士》中谈到：“江
泽民和克林顿在白宫举行第一次峰会时，参观白宫林肯卧室，江泽民当场背诵林

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这说明林肯的思想也受到中国领导的赞赏。 

更有深意的是，中共 18届 3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允许
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
对于打破单纯拿工资的“工资奴隶”制度具有重大意义。林肯与马克思若有知，当
会感到欣慰。 



 

附 1：从“自愿当奴隶”说起 

《圣经·出埃及记》中讲到“自愿当奴隶”的故事： 

21:2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
出去。 

21:5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21:6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
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 

  

在奴隶制已被废除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

（Robert Nozick）又提出“自愿当奴隶”的合法性问题，犹如晴天劈雳。诺齐克说：
“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诺齐克，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

２８页）。我们不禁钦佩诺齐克的勇气，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把“自由契
约”的逻辑彻底运用。的确，如果接收“自由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第一依
据，则我们没理由反对“自愿当奴隶”（诺齐克只是同意取消“非自愿奴隶”）。 
 
    也许有人会反驳诺奇克：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自愿当奴隶。但这一反驳缺
乏充份的说服力。历史上，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是强制使然，但也确有自愿

当奴隶的情况。罗马法区分三种当奴隶的程序：自愿出卖为奴；战俘为奴以免一

死；奴隶的子女。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有六个州存在允许自由黑人自愿卖身为

奴的法律。 

发人深思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最初是因论证自愿当奴隶的合理性而提出的。《西方文化中的奴隶问题》一书作

者，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对此作了考证，该书荣获１９６
７年普利策奖（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１９７９年，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塔克（Richard Tuck）进一步理清了
“自然权利”学说的演变线索。“自然权利”的要义，在于强调人是自身的所有者
（self-ownership），而不是为上帝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也就可以自愿地把自
身转让出去当奴隶。塔克指出，“自然权利”的早期理论家多出自西班牙、葡萄牙
和荷兰（如霍布斯和洛克所推崇的格劳秀斯是荷兰人），并非偶然，而是和该三



国当时是世界奴隶贸易的中心有联系的（Richard 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可见，“自愿当奴隶”之论源远流长，非诺齐克一人想入非非也。今天，绝大
多数的西方人和中国人都会本能地反感“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自愿当奴隶”在
美国也是非法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出该论之误的理由。事实上，如果我

们在情感上拒绝“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我们在理性上也就得拒绝“自由契约”是
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第一依据。关键在于，“自愿当奴隶”虽不违背“自由契约”愿
则，但却违背人人具有平等价值（equal human worth）的现代民主原则：奴隶只
是主人的工具，不是与主人平等的人。 

不把奴隶当平等人看，不仅与现代民主理论格格不入，而且给拥护奴隶制的

理论也造成了内在困境。南北战争前，美国法院的一大难题是：当奴隶犯罪时，

是追究奴隶的责任，还是追究奴隶主的责任？不是说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吗？ 

卢梭早已点明缺乏平等人格的奴隶制的内在困境。他的当代继承人罗尔斯

（John Rawls）的著名的《正义论》的第一原则是“平等的自由”（equal liberty），
其深义只有明白诺齐克“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错在何处，方可领会。 

  原载《读书》1998年第 6期。 


